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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苏联“无产阶级生物学” 

 

埃·伊·科尔钦斯基[①] 

 

摘要 文章回顾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纪苏联在生物学领域创建“无产阶级生物学”的事件，包括“无产阶级生物学”产生的

历史背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发展“无产阶级生物学”上的差异，以及开展“文化革命”来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努力。作

者认为，尽管“无产阶级生物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获得成功，但它对日后苏联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李森科主义的兴起，

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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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初期俄罗斯科学界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新的国家政策是建立军事工业基地、改革农业、开创全新

的社会生活方式、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科学成了为国家政策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工具。20年代末，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

危机[②]，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出路”的思考。苏联政府为了摆脱本国的危机，便利用各种手段来调动和控制科技界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对科学的这种普罗米修斯般的信仰，促使他们开办各类新的科学机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成立新的学会，创办

新的刊物，出版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大足以令外国学者瞠目结舌。在国家成为科研经费唯一来源的条件下，科学研究的政治化和意

识形态化在所必然。 

在各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最为敏感的地带。近年来，俄罗斯（包括苏联末期）出版了大量文献，从科

学、意识形态和政权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就导致这种敏感性的原因和生物学家们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分析[Weiner，1988；
Joravsky，1989；Beyrau ，1993；Josephson，1996；Krementsov，1997]。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通常只注重研究李森科

（Трофима  Д. Лысенко）[③]的活动及其与党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Medvedev，1969; Joravsky，1970; Soyfer，1992]，但往

往没有考虑到李森科对生物学的影响与20世纪20-30年代初期许多人曾企图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在那个年

代，其实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更多的是学者们自己，提出了类似设想。学者们积极参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机构；在各种社

会、政治和哲学杂志中发表文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各门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生物学界对科研的计划

化和研究课题的指令性政策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此引发了内部斗争。这场斗争反映了教条主义对科学的危害，同时也展示了

科学家在权力面前的行为。 

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在1929-1932年苏联“文化革命”时期的活动，是苏联生物学界产生李森科现象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Fitzpatrick，1978; 1992]。日后成为李森科的得力助手和思想顾问的普列津特（Исай И. Презент），当时就曾领导了其中的部

分活动。尽管早期档案资料匮乏，本人仍力求证明，与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直接相关的那些事件，特别是“文化革命”事件，

影响了后来苏联生物学的发展。 



 

二 “无产阶级生物学”的由来 

 

在苏联政权建立初期，政府对研究所、实验室、博物馆和高等院校的各种活动实施审查制度，对自然科学逐步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方

针。为了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政府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机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

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季米里亚泽夫科学研究所。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组建于1918年，1923年更名为共产主义研究院。1925年4月，在研究院中成立了自然科学部。这个部门

享受政府研究津贴，其主要任务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捍卫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研究院与苏联科学院在早期所形成的学术竞争曾经为促

进俄罗斯科学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许多富有才华的年轻生物学家参与了这种竞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主义研究院的

活动家们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向苏联科学院倾洒各种政治观点，学术竞争再也无法正常地进行下去。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两年后又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Козлова Л.А.，1994; David-Fox，
1997; Behrendt L.-D.，1997; Берендт Л. Д.，2002]。校方为了培养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的党的年轻干部，特别安排了宽松的教

学计划。根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塔姆（Игорь Е. Тамм）的回忆：“这里提供了食品、住房、薪金等一切物质条件，安排了学习任

务”，唯一目的就是 “在哲学、科学和社会问题中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 [Тамм，1995]。 

季米里亚泽夫科学研究所于1924年组建。该研究所在章程中首次标明：这是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但只有那些“具有唯

物主义观点的自然科学家”才能在该所工作，该所某些研究部门的成员已经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大学和研究所之外，还有专门在自然科学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协会[④]，它们逐步取代了相继被停办的各科学协会[⑤]。与此同

时，部分社会科学、哲学和政治刊物[⑥]陆续刊登系列文章，探讨有关进化论、生理学、遗传学和优生学的哲学问题。贯彻马克思

主义的组织和理论基础，就这样在生物学界逐步确立起来。 

初期从事上述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生物学仅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因此只能简单地套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观点[⑦]。哲学家指责他

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科学家认为他们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他们的地位很快就被生物学家取代了。 

1925年，植物学家科佐-波利扬斯基（Борис М. Козо-Полянский）、系统论专家柳比谢夫（Александр А. Любищев）、神经心

理学家别赫捷列夫（Владимир М. Бехтерев）、遗传学家谢列布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胚胎学家米哈伊

尔·姆·扎瓦多夫斯基（Михаил М. Завадовский）等人陆续发表文章和著作，表明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信仰者。同期，

还有植物学家波利亚科夫（Илья М. Полянков）、生理学家鲍里斯·姆·扎瓦多夫斯基（Борис М. Завадовский）、遗传学家

杜比宁（Николай П. Дубинин）等人撰写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讨论科学问题的文章和著作。 

生物学界的政治化，肇始于工农速成中学、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大学的毕业生们参与生物学界的辩论。生物学领域的马克思主

义团体是由阿戈尔（Израиль И. Агол）、列维特（Соломон Г. Левит）、斯列普科夫（Василь Н. Слепков）、芬克里什捷恩

（Евгений А. Финкельштейн）等人领导的[Агол，1927; Слепков，1927; Левит，1926]。这些人既具有国内战争经验，又亲身

经历了大学以及党内的肃反运动。他们积极地利用政治手段来参与生物学辩论，对持有活力论、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和目的论观点

的人进行了毫不妥留情的批判。1926年11月20日，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召开的辩论会上，遗传学家谢列布罗夫斯基要求与会者“驱

散拉马克主义的迷雾”，“在插满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的共产主义研究院内与那些拉马克主义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1927]多勃尔让斯基（Феодосий Г. Добржанский）[⑧]据此认为，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生物学家之间的辩论的

主要论据始于1926年[Dobzhansky，1980，p. 230]。 

除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当时通常还把对于建设新世界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当作判断学术观点的论据。优生学家沃洛茨科伊（Михаил 
В. Волоцкой）曾宣称，对携带不良基因的人采取强制性预防生育（甚至采取绝育）措施将保障参与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种更加

优秀[Волоцкой，1925]。他认为，绝育可以杜绝产生带有遗传疾病的下一代，减少社会生存密度，改变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并且使

社会过程按计划进行。政府还为遗传学家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 Вавилов）多次出国考察提供了大量财政资助，以确保他找到能

培养出迅速获得优质高产农作物的原始品种。 

那个时期，由意识形态化的辩论和审查所造成的干部调换司空见惯，其结果往往是用思想斗争的方式来掩盖露骨的个人主义。年轻

的生物学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传统的科学学派带头人作为自己快速获得专业职位的对手，把自己的导师和同事指责为“资产阶级科学

的卫道士”。就连不少老一辈生物学家也参加马克思主义学术组织的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以便保护或提高自身的

社会地位、获得财政资助、打倒竞争对手、避免遭受攻击。1925年4月，在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者协会工作会议上，至少有四个神

经生理学不同学派的代表急于表白，自己的观点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⑨]。 

关于在生物学研究中应用辩证法方法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各学派代表之间的思想斗争形式。由于学者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深入研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任意宣布自己的理论和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最接近、最符合，而反对者和竞争对手是反马克思主

义者。有些生物学家在争论中随时改变科学观点，但每一次都声称自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现象，莫斯科治疗遗传学研

究所的创建人列维特就是一例。列维特早期确信，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承认获得性特征的连续性，后来他又证明只有染色体遗传理

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符合[Левит，1926；1927]。 

对生物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毫不留情的辩论，以及为争取国家对自己研究课题资助所采取的竞争，实际上已经转化为给对手扣上反

动分子和世界资产阶级的帮凶等帽子。辩论参与者大都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向领导揭发对方观点和研究的危害性。当然，也有人公

开表示，在生物学中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教条是有害的。   

 

三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生物学家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生物学家群体有较大的差异。那些年，莫斯科是引发震撼生物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化风暴的源头，那里聚集了几

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和组织。由于毗邻党中央和政府，从而加剧了竞争的尖锐化程度。 

1925年底，在共产主义研究院自然科学部，机械拉马克主义的追随者与遗传学和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进行了辩论[⑩]。由于辩论的

内容涉及科学问题，每个报告都指责对方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双方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甚至短兵相接的程度，从而引起了众多

生物学家的关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都准备“与活力论、唯心主义思潮、乃至生物学中存在的各种错误作斗争，反对在阶级利益中

利用生物学成就” [⑪]。 

1926年11月，150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联名向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请求成立生物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协会。但是，面对学者之间

相互指责的尖锐辩论，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显然不愿意引火烧身，半年内迟迟不予答复。担任自然科学部主席的奥托·尤·施密

德（Отто Ю. Шмидт）[⑫]于是警告道：如果推迟对协会已经积极开展的工作给予支持，将会给生物学带来不良影响。在此警告

下，该协会才被正式纳入共产主义研究院组织机构中[⑬]。协会拥有大约200名会员，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学者。历史学家兼哲学家

列文（М. Л. Левин）、医生兼遗传学家列维特（С. Г. Левит）和人类学家施密德（Г. А. Шмидт）都相继加入了该协会。协会中有

一些人日后成为李森科的支持者，其中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勒柏辛斯卡娅（Ольга Б. Лепешинская）。她因提出从死细胞中获

得“生命物质”的原则而“声名显赫”。那些年，她煞费苦心地清除苏联生物学界的“异己”分子，陷害了许多天才的生物学家。

然而，在保留了科学院风格、拥有世界著名生物学家[⑭]的列宁格勒却呈现出另一幅景象。这里，学者们并不注重在科学研究中采

用辩证法方法论的思想。1927年前，在列宁格勒没有类似共产主义研究院的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研究所。唯一

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НОМ）于1919年成立，1929年被解散。在这个协会的自然科学部成员中，仅有生理学家乌赫托姆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А. Ухтомский）在科学界具有一定的威望。自然科学部通常在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办公室召开例会，一般有10-15人

出席会议，其中只有8-12名成员列席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的全体会议。学术辩论会在大学礼堂举行，对每个报告所进行的辩论

更表现出科学院的学术研究风格。 

普列津特从1925年起参与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自然科学部的工作。他毕业于社会学系法学部，但自认为是生物学辩证法专家。

从20年代起，普列津特就在自己周围组织了大学生小组，并借他们之手一次次干扰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自然科学部的工作，迫

害学部的领导人[⑮]。1928年春天，普列津特成为列宁格勒马列主义研究所（ЛИМ）哲学部客座研究员。该研究所由红色教授学院

的毕业生和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员们于1927年建立。他们都是德波林（Абрам М. Деборин）[⑯]的忠实追随者。普列津特附和他

们，也追随德波林。他给自己提出了“建立生物过程的内在逻辑”、“以逻辑原则研究各种生物学理论”的任务[⑰]。 

到1927年底，列宁格勒党委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不能胜任向科学家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列宁格勒马列主义研究

所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越发感到自身的生存危机，因为列宁格勒马列主义研究所的领导依仗州党委的支持，从创办初期

就试图吞并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1928年5月28日，人民委员会科学政治部批准了关于“改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将其纳

入研究所工作范围”的决定。协会和研究所曾就两个机构的差异进行了一年半的论证，然而一切徒劳。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党组

迫于“上边”的压力，于1929年12月28日发表声明：由于存在类似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因此本协会自动解散，协会的财产移交给

共产主义研究院。“自发自愿”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的认可。1930年初，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被正式清除，其自然科学部随即

成为列宁格勒生物学马克思主义者协会的基础，但学部中只有植物地理学家奥夫钦尼科夫（Петр Н. Овчинников）和普列津特两

人随后参与了创建“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工作[Колчинский，1999]。 

 

四 “文化革命”与生物学 

 

清除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事件被称为“大转折”或“文化革命”（"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在此之前，权力机构实行的

是利用学术界的内部斗争的政策，并没有直接插手、干扰生物学界的辩论。由于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和各共产主义大学

的干部培养系统不能保障用马克思主义者全部替换自然科学界的“资产阶级”专家，政府于是在学术界向全体学者展开了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动员。 

1929年4月，共产主义研究院的领导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 Покровский）声称，必须停止与非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们和平

共处，逐渐消灭“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拜物教”[Покровский，1929, p. 270]
 
。第一届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构代表大会很快就召

开了，“机械论者”在会上受到了批判，德波林关于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改造自然科学的思想也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支持。德波林的

反对者，包括一些被认为是机械拉马克主义追随者的生物学家，失去了共产主义研究院的领导岗位，并从此不断遭受批判和审查。

没过两年，德波林本人也被指责为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理论脱离实践、不问政治以及学院主义。他在生物学领域的追随者（阿戈

尔、列维特、列文、谢列布罗夫斯基等）的著作被宣布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协会中的领导职务

被以托金（Борисом П. Токин）为首的生物学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取代。在共产主义研究院中，新成立的自然科学联合会由数学家

克里曼（Арношт Я. Кольман）[⑱]取代施密德主持领导工作。克里曼坚信，苏联生物学界被各种坏分子占领：遗传学家霸占着优

生学领地，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反对建立大型国营农场，鱼类学专家降低了水库的生产能力等等。为了同这些“坏分子”作斗争，

所有研究计划都得接受共产主义研究院强行实施的意识形态审查。检查和“审查”波及到所有生物学家，德波林的追随者，也就是

那些不久前还是“无产阶级的和辩证的生物学”的领导者们首当其冲，被强迫认罪。生物学中任何研究方向，乃至整个知识领域，

都有可能由于被指责为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对无产阶级充满敌意而遭到封禁。贝格（Лев С. Рерг）[⑲]的循环进化论原理和

索鲍列夫（Дмитрий Н. Соболев）的历史生物遗传学首先被禁止研究。 

由此可见，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动力，并不纯然来自同“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斗争，实际上更多是来自争夺领导权、争当党

的优秀干部从而获得财政和政策上的优惠待遇的激烈竞争。获胜者通常依靠打倒前辈，并且心安理得地取而代之。托金刚刚在共产

主义研究院学了一些生物学的皮毛知识，就“勇于”参与同遗传学科带头人、与政府和党中央曾有着密切联系的瓦维洛夫作斗争。

托金还向联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举报列别什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行为及其与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反对派斗争不坚决的态度[⑳]。现存档

案中的许多文件证明，后来成为同李森科主义者作战的斗士们，都曾经利用过马克思主义来打击自己的学术对手。 



 普列津特是在生物界依靠“文化革命”青云直上的主要受惠者。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被解散后，他参与领导了列宁格勒生物学

马克思主义者协会、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自然科学部、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生物学部、列宁格勒大学自然辩证法和

进化论教研室等许多为检查生物学界落实党的政策而设立的机构。没有一个人能像普列津特那样善于随意掀起阶级斗争风波，哪怕

是对教学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讨论也不放过。他确信，“十月革命对理论界的震撼才刚刚开始……。需要打倒一切。应该在所有机

构中大力、广泛清除旧观念和旧理论”[21]。首先，他建议从遗传学和植物学入手，通过筹备全苏代表大会、改组科学协会、修改

列宁格勒各高等院校所有生物学教研室的教学法和十月革命后所出版的教科书等手段，清除这些反动学派对各个机构的危害影响。

他根据形势需要，在共产党文件中申明：生物学界没有科学学派，而仅有拥护党的和反党的派别之分。普列津特在这个时期的活动

代表了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的新趋势，这是传统科学学派的悲哀。演说家和雄辩家的天才、带有冒险主义的激进观点、过分渲染的

“英雄革命史”、对自己人的关照、妇女们的青睐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普列津特能把许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但是，在这些拥护者

中，有不少成为未来同李森科作战的斗士。 

最初那些拥戴普列津特的年轻人皆不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但却急于取代阻挡其前程的“反动教授们”，急于迅速提高自己的

地位。上级向他们许诺了高官厚禄，而他们则必须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行动。曾发动对瓦维洛夫斗争的波塔什尼克娃（Белла 
Г. Поташникова）[22]曾明确表示：“瓦维洛夫的问题应该征得州党委的许可”，“我们还不能对维尔纳茨基、巴甫洛夫等人进

行审查”[23]。 

在对“权威们”的斗争中，“审查组”审查了遗传学、生理学、生态学和森林学等学科和学派带头人的理论。他们组织讲座和讨

论，审查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筹备召开生物学各领域的全苏代表大会。实验课程的审查尤为严格，因为普列津特认为，资

产阶级专家们正是通过实验研究的教学方法毒害了大学生。思想偏见严重影响了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们责骂经常展开讨论的

各科学协会是学者们“为保护自身利益、逃避苏维埃社会监督”而建立的“学术泥潭”、“反动教授的堡垒”、“被精心维护的禁

猎区”，是不良的学院主义者，是“纯粹科学和不纯粹政治的结合体”，是对共产党学者实施意识形态恐怖的策源地等等。为了彻

底改组这些科学协会，他们采取了如下步骤：共产党员加入协会、再进行改选并组织由共产主义研究院领导的协会联合会。 

在这个时期所召开的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和生态学全苏代表大会表明，许多老学者都曾准备参与建立在短期内能够实

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无产阶级生物学。例如：在第一届遗传学、育种学、家庭养殖和育种畜牧学全苏代表大会上，遗传学不是被

简单地作为科学门类，而是被当作可以在短期内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新的家畜良种和农作物品种的创造性奇观而得到认可

的。遗传学家被当作创造者。瓦维洛夫说，遗传学家应该成为创造新型有机体的工程师。他认为，有一些苏联的科研机构“已经步

入世界科学前沿”，比如敖德萨的遗传育种研究所（李森科此时已经在该所工作）。谢列勃罗夫斯基改行从事社会主义优生学，实

质上就是提取被认为是天才的和有价值的男子的精液给妇女进行人工授精，从而获得具有所需要特性的高质量后代。他相信，这样

或许可以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五年计划[Серебровский，1929]。与此同时，其他的遗传学家也开始确信，参与提高农业产量和改

造社会的活动是迅速获得资助的手段。然而，这种信念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的“丰收”。 

1932年，为纪念查尔斯·达尔文逝世50周年，在生物学界召开了各种纪念会，出版了许多文集，从而使“文化革命”达到顶峰。

纪念活动的发起人采取了大量政治运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唯物的达尔文主义的继承者，达尔文学说在资

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被资产阶级利益所篡改和利用。同时他们还强调了从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创造性发展达尔文主义的必要

性。作为动植物新品种的创造者，米丘林（Иван В. Мичурин）[24]和李森科在这个时候被树立为学习的样板。 

“文化革命”给许多生物学家带来了各种不幸，给生物学界带来了不良后果。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不学无术之人把持了领导

岗位。大量专家被赶下讲台，其中有些人被拘捕或被判刑，有些人被流或是被投入集中营，还有一些“危险分子”被处决。 

实际上，生物学“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分化”反动权威，吸引大多数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者阵营，最终建立无产阶级生

物学。但是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一部分生物学家表面上掌握了符合政治需要的新术语，实际上却继续从事原有的研究工作。而包

括维尔纳茨基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公开反对在生物学中推广辩证法一类方法的尝试，他们指责普列津特之流是哗众取宠者、是讲空话

的人。这些学者认清了普列津特之流的危险性与危害性并给予批判反击。就连一些生物学辩证法化的发起人也承认，这种倾向损害

生物学的发展。著名的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家科佐-波利扬斯基就曾声明，自己拥护机械论是因为听信了在机械论和活力论之间二

者必择其一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哲学家也确信无法改变生物学家们的反对立场。列宁格勒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主席迪缅斯基（Григорий С. 

Тымянский）指出，本协会的名称本身就排斥了自然科学家。一些加入这个协会的大学生也避而不谈“批判教师”、与“反动教

授”作斗争等口号。该协会理事会承认：“我们对无党派教授们所作的全部努力徒劳无益”[25]。照普列津特的话讲，那些被州党

委动员过的共产党员“仅在努力尽快填满成立各种协会的表格，实际上甚至连这些协会叫什么都不清楚”[26]。从表格上可以看

到，大多数填表人并不了解自己所加入的协会。很快，在各个主席团、理事会和机关的无数次例会中充满了缺乏学者们的支持、基

层组织消极等各种抱怨。匆忙上阵的研究生们无法驳倒生物学家，这就为“大清洗”提供了契机。不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国家

安全机构）开始拘捕并流放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普列津特也受到指责。从1932年1月起，研究院党委不止一次地提醒：由普列津特领导的生物学部没有掌握揭发生物学界敌对学派

的主动权，而且对在列宁格勒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所进行的审查力度不够。例如：在动物区系学全苏代表大会上竟然出现了“马克思

主义与寄生虫学毫不相关；对自然界应该谨慎干预”等仇视社会主义的观点。 

普列津特抱怨无产阶级生物学的建立遭到学者们装聋作哑般的抵制，甚至一些党员生物学家也参与其中，只是表面上赞同辩证唯物

主义。例如：苏卡切夫（Владимир Н. Сукачев）[27]承认，自己思想中带有布哈林动平衡原理的机械论倾向，以致在寻找植物分

类和社会之间的类似之处时犯了错误。但在森林技术研究院召开的批判苏卡切夫以及其他“反动教授”学术活动的辩论会上，对苏

卡切夫的指责并没有得到党员们的支持。在鱼类学研究所，克尼波维奇（Николай М. Книпович）[28]为保护多格尔（Валентин 
А. Догел）[29]和贝格不受批判，同普列津特之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克尼波维奇指出，普列津特对多格尔和贝格的攻击不仅是不

可靠的，而且证明了普列津特对生物学一无所知。维尔纳茨基则公开申明，建立“无产阶级自然科学”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倒退；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和浅薄的工作人员”正在窃取研究资源[30]。 

1929年苏联科学院改组，补充了大量共产党员。历史学家沃尔金（Вячеслав П. Волгин）和能源学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Глеб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成为新的领导人，他们力求保护生物学研究所远离接踵而来的“大清洗”[31]。1933年，他们上书工农监察

人民委员会，反对缩小生物学联合会，并坚信科学院“已经从反动分子的堡垒变成完全苏维埃式的国家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机构”。

新领导人认为，缩小生物学联合会将导致对研究资源的破坏，将影响完成国家的重要任务。最终结果是，生物学联合会仅减少了门



卫、司机、木工等闲杂人的数量，研究人员保留原职。 

 

六 普列津特和李森科联盟伊始 

 

普列津特在挫折中汲取了教训，意识到自己应该在党的领导阶层寻找能为建立“无产阶级生物学”奠定理论基础的代言人，而在列

宁格勒的知名学者中没有自己所需要的人。据笔者推测，普列津特于1932年2月与李森科达成合作协议[32]。同年夏天，普列津特

带领一批研究生和大学生前往敖德萨与李森科会晤，情投意合的联盟随之得到完满实现。从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可以得知，秋天

他们已经合作出书[33]。这预示着“米丘林生物学”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 

1932年夏天，在普列津特走访李森科这段时间里，为了在生物学界贯彻马克思主义，政府开始对各个机构和刊物实行大清洗。首

先清除了在“文化革命”期间辩论积极的机关团体，撤换了列宁格勒自然科学界的主要领导人。普列津特看清了形势发展，领会到

生物学界唯一正确的准则就是必须顺从斯大林的政策，因而在大转折的关头抓住了时机，及时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并成功地找到了

“无产阶级生物学”的代言人。当1948年李森科学说在全苏农业科学研讨会8月会议上被确立为唯一可靠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

理的学说时，普列津特的“成功”可谓达到了“光辉的顶点”。相形之下，其他“执迷不悟”的人，包括不少富有才华的生物学

家，几乎都死于后来的镇压之中。 

 

七 结论 

 

与德国的种族卫生学和优生学相比，苏联的“无产阶级生物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获得成功。苏联并没有出现德国那

样由卫生学家和优生学家组织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出版过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教科书。 

接二连三的运动和口号，使许多学者意识到，参加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会受到更多的打击和迫害。那些一心追随当局政策的人非但

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被自己所建立的“无产阶级生物学”所毁灭。学者们同时也意识到，在辩论中持消极态度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科

学研究工作；欲使科学研究进行下去，就必须起来抗争以维护科学界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中期，参与同普连津特、李森科作斗

争的遗传学家们首先明白了维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专业的生物学家聚集到这些遗传学家周围。而到了50

年代，则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加入到这个群体中，共同反对当时在生物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严重威胁科学研究自由发展

的李森科主义。 

 “无产阶级生物学”的流产，促使政府采取了新的科学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党领导科学的价值系统。苏共领导层更加坚定地认

为，只有他们才能够确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度以及主要研究方向。在学者和权力机构之间的无休无止的抗争过

程中，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最终发展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社会政治运动。 

 

后记：本文经作者许可，由鲍鸥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报告原稿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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